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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对新方志学的贡献

扈晓冰

　　提　要：史念海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

的重要参与者。史念海在１９４９年之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利用方志文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对新方志编纂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史念海对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新方志的编

纂方法、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新方志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新建议，从而为丰富和发展新方

志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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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 （１９１２—２００１），字筱苏，山西省平陆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在沿
革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念海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

义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①，为推动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纵观史念

海的学术生涯，其学术成就并不仅局限于历史地理学一个方面，他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同样也作

出过重大贡献，正如有学者所说： “在当代中国暨陕西首轮地方志事业的理论建构和工作实践

中，史念海对于中国地方志学科建设及纂修实践的贡献不可低估。”②

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对史念海研究方志学和参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经历进行了记述，对史念海

的方志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但是这些记述和总结并不全面，所以对史念海的地方志编纂、研

究实践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另外，当前我们正致力于 “全力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奋

力开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③，回顾和总结以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对地

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局面的开创具有重要意义。史念海是改革开放后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

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不仅见证了新方志事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支持下取得的巨

大成就，而且以其研究实践为新方志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再次审视史念海的地

方志编纂、研究实践，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改革开放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更有助于为当前

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　史念海与方志学有关的经历

史念海最初接触地方志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１９３４年２月顾颉刚筹组禹贡学会，创办 《禹

贡》半月刊。当时还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史念海在 《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 《两汉郡国县邑增

损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 《西汉侯国考》等文章。由于学术才华出众，史念海引起了顾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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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的注意。１９３５年秋末冬初之际，史念海受顾颉刚之邀入住禹贡学会，并经顾颉刚推荐帮助方
志学家张国淦搜集资料、起草文稿。在此期间，史念海不仅阅读了大量方志文献，而且还撰写

了许多方志提要，每写完一篇提要，张国淦都会亲自替他修改并一一指出修改的道理。就这

样，在张国淦的耳濡目染下，史念海逐渐步入方志学的门槛。正如史念海所说：“我自己认为

在我襄助张石公张老搜集方志资料和撰写文稿期间，也为我打好从事方志研究工作的基础。”①

对史念海来说，跟随张国淦研习方志学的这段时间虽然很重要，但是这段时间并不很长。史

念海自言奠定方志学研究基础之后，再次从事方志学研究则是在１９８１年，中间 “耽误竟长达４５
年”②。在这４５年当中，史念海虽然没有直接从事方志学研究，但也从未停止过对方志文献的研
究和利用。史念海说：“那些岁月中，一些当时我认为重要的方志，譬如不著撰人的 《三辅黄

图》、宋敏求 《长安志》、景定 《建康志》、咸淳 《临安志》等，有些时候竟成为案头常备的典

籍。也可以说诸凡方志，往往不离手边。”③ 这是因为史念海专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而地方志

中有大量历史地理学研究所需的珍贵资料，所以这些方志文献才会成为史念海案头的常备典籍。

具体分析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的这４５年，可以以１９４９年为界分为两
个阶段。前一个阶段，顾颉刚对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一个阶段，马克

思主义理论成为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的指导思想。

１９３６年年初，史念海受顾颉刚之命起草 《中国疆域沿革史》。在顾颉刚的亲自指导下，史念

海阅读了大量史志资料，这其中就包括 《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明一

统志》《大清一统志》等多种方志文献。史念海说： “这样的努力苦学，虽说只有一年多的时

间……最大的获益，应该说是奠定我此后治学的基础。迄今数十年中，能够稍有寸进，溯其渊

源，都在于此。顾先生这样的指导，我是没齿难忘的。”④ 在这之后不久，因日本侵华战争，北

京沦陷，史念海与顾颉刚就此分别。１９４２年秋，史念海随工作单位国立编译馆迁移至重庆北碚，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由顾颉刚担任主编的文史杂志社也迁到北碚。史念海除了编译馆的工作之外，还
协助顾颉刚编辑 《文史杂志》。史念海与顾颉刚又开始同住一城，工作在一起，因而史念海有机

会经常向顾颉刚请益。史念海说：“我有幸能在北京和北碚同顾先生在一块工作，使我得窥学问

的门径，是难能可贵的。多少年来，不敢稍事懈怠，以免有负先生教导的盛情。”⑤ 由此可见，

在这一时期顾颉刚对史念海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其中也包含着顾颉刚方

志学思想对史念海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顾颉刚在历史地理学、社会史、民族史等研究中

十分注重方志材料的搜集、研究和利用，并对方志学的一些相关问题发表过看法。顾颉刚主

张要延续自古以来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编纂方志时要对当地进行调查。⑥ 史念海则主张重

视方志的传统精神，编纂方志时要进行实地考察。由是言之，史念海虽然没有在回忆中直接言

明顾颉刚方志学思想对他产生的影响，但史念海的方志学思想与顾颉刚的方志学思想确有一脉

相承之处。

５史念海对新方志学的贡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史念海：《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史念海全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４２页。
史念海：《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史念海全集》第７卷，第８４２页。
史念海：《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史念海全集》第７卷，第８４２页。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史念海全集》第１卷，第３页。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史念海全集》第１卷，第４页。
参见薛艳伟：《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１９４９年之后，史念海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念海说：“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必须掌
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①，因为 “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更容易说明人地关系的演

变”②。从史念海著作的参考书目来看，他应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

诺夫、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理论著作，从而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然而，仅具

备理论基础是不够的，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地关系演变还需要大量的、长时段的资料，而这

些资料又去哪里寻找呢？史念海说：“这就可以从旧方志中了解到。”③ 因此，史念海也将马克

思主义运用到对方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上。例如，他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志文献中的有关记

载，驳斥了黄土高原不宜大面积种树的谬论。如果说新方志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整

理利用地方志、研究地方志、编纂地方志的专门学问的话，那么史念海在１９４９年之后就已经开
始了新方志学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１９８０年４月，在中国史学会重建成立
大会上，胡乔木号召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新方志。同年，梁寒冰受命主持筹组中

国地方史志协会。１９８１年７月，史念海应梁寒冰之邀参加了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国地方史志协
会成立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这次大会上史念海当选为协会常务理事，并以 “论历史

地理学与方志学”为题做了发言。另外，在此次大会召开的同时，山西省第二次地方志编纂工

作会议在太原举行，史念海应邀到会做了题为 “方志刍议”的发言。④ １９８２年５月，史念海与
朱士嘉发起的中国地方志整理编纂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史、朱二人都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

了讲话。⑤ 同月，在陕西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史念海以 “怎样写好地方志”为题发表讲话。⑥

１９８２年６月，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史念海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时任陕西省委书
记、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元方委托史念海 “邀集一些方家，共同起草”《〈陕西通

志〉纂修方案》。⑦ 由史念海组织十几位专家共同拟定的 《〈陕西通志〉纂修方案 （草案）》在

１９８２年７月召开的陕西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该方案 “基本上贯彻了史念海的指

导思想和设计理念”⑧。１９８５年，史念海与曹尔琴出版 《方志刍议》。该书虽以 “刍议”为名，

但 “篇篇都是铿铿锵锵的宏论”⑨。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
选编了一套大型丛书 《中国地方志集成》。这套丛书被誉为是 “海内外最完整、覆盖面最广、实

用性最强的大型方志丛书”瑏瑠。在该丛书选编期间，由史念海与朱士嘉、梁寒冰、傅振伦等１５
位史志专家所组成的编辑指导委员会对所搜集方志的价值进行了学术审定，保证该套丛书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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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都是质量上乘之作。１９９２年９月至１９９４年９月，来新夏组织开展课题 《中日地方史志研

究比较研究》①，史念海应来新夏之约撰写 《再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一文。此外，因为史念

海的方志学理论观点受到史志学界的广泛认可，所以 “聘请史先生作顾问、请史先生审阅志稿

等事情也接踵而来。特别是不少志书出版之后，邀请史念海先生撰写评论文章的更是越

来越多”②。

二　史念海的新方志学理论贡献

从史念海与方志学有关的经历来看，他对新方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时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处于草创时期，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未问世”③。马克思主义

方志学的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又迫切需要新理论的指导。围绕着如何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编纂新方志及相关理论问题，学界掀起了讨论热潮。“方志的起源和

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编纂新地方志、如何利用旧志材料为四化建设服

务、如何建立方志学学科体系等重要问题”④，都是各方面专家广泛热烈讨论的问题。史念海对

这些重要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进行过研究，并发表颇具个人见解的心得，为新方志学理论

的建设提供了新思想。

（一）史念海对方志起源和发展的认识。方志学理论在方志编纂实践中产生、发展，方志编

纂实践是方志理论的来源和基础，因此研究方志学理论问题就不能不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问

题。史念海对这一问题尤为重视，这在他的方志学文章中表现非常明显。几乎史念海的每一篇方

志学文章都有对方志起源和发展的回顾，并以此为出发点和依据对新方志编纂及理论问题进行论

述。由此可见，方志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在史念海的方志学研究中处于首要位置。

关于方志起源，历来史志学家各有其说，众说纷纭。其中比较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种是方

志起源于 《禹贡》，一种是方志起源于 《周礼》，一种是方志起源于 《山海经》。然而，史念海

并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说：“以 《禹贡》和 《周礼》，或者 《山海经》为方志渊源，本身就有问

题，难以取信于人。”⑤ 史念海指出：《禹贡》和 《山海经》虽然记载了大量地理情况，与地方

志记载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但是 《禹贡》和 《山海经》记载的内容不是现实中的事物，尤其是

《山海经》中还记载了怪物，这与地方志记载的都是当世及前代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方志之名

虽然最早见于 《周礼》，但 《周礼》中所言的方志是指诸侯国史之类的史书，与后世地方志也并

非是一回事。总之，《禹贡》《山海经》《周礼》与地方志虽都有相似之处，但没有实质性的联

系，故而方志的起源与这三本书的关系不大。

史念海认为推究方志起源的正确方法应该是 “循名求实，探索其间的相关处和联系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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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有说服力的根据，不宜只取相似的名称，强为弥缝”①。他依据 《后汉书·西域传》中的记

载与清人的两汉方志辑本对勘，指出方志含义的明确应该在两汉时期，当时方志的内容和体例也

与后世的方志相近。史念海还根据班固在撰写 《汉书·地理志》时对方志材料的使用情况进一

步指出，方志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朱赣的 《地理书》……举凡全国的山川、风俗、区

域、户口，其书皆有论述，号称详赡。这些都是方志的基本要素，后世的撰述者还往往离不开这

些项目”②。总之，从名实相符的角度来说，方志的渊源当在两汉时期。

方志自产生以来，增修续补之事从未中断。史念海指出两千年来地方志在编纂体例上主要经

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两汉到北宋，这一千多年中方志的体例大体上分两类：一类以记地为

主，一类以记人为主；记地是记自然情况，记人是记社会情况。第二个阶段，从北宋中叶开

始，记地和记人两种写法混合起来了。第三个阶段，自南宋以后，地方志是按照纪传体正史

的体例写的，也就是大体上与二十四史的体例是一样的。③

从方志体例的发展变化上来看，方志经历了一个由自然情况、社会情况分记到合记，再到

按照正史体例编纂的过程。究其原因，史念海说：“一个都邑的兴起、发展，以至萧条，甚至

毁灭，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有时两种原因交错在一起，互为影响，分开人、地来记述

就不合适，因此逐渐出现了人、地统一记述的地方志。”④ 又 “因为自从记人和述地两者合一之

后，记人部分不断增多，述地部分相应显得减少……由于述地部分的逐渐减少，甚至到了只讲沿

革的地步，这就和纪传体史籍中的地理志相仿佛了”⑤。所以方志编纂受纪传体正史的影响越来

越大。

（二）史念海对史志关系及方志性质的认识。史志关系是一个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问题。

它既可以指方志学与史学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史学对方志学的影响以及方志性质的问题，也可以

指在方志编纂中如何把握史体与志体的问题。史念海认为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

要问题，而且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他预见此问题将会不断地引起讨论。史念海指出，章学诚与戴

震之间的史志关系之争是有关史志关系争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他在研究章戴争论的基础上对

史志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章学诚和戴震都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两人都有丰富的修志经验。从各自的修志实践

和认识出发，章学诚认为志属信史，戴震认为修志应以沿革地理为重。可见，章戴之争实质上是

对方志性质的争论，即方志是史书还是地理书。史念海认为章学诚和戴震的说法都有偏颇。在探

索方志源流演变情况之后，史念海指出，“方志之为书，自两汉以迄唐末，都是以记地为重，也

就是所谓的志。元明以后，却以述人为主，这就是所谓的史了。两者相较，前者是本来面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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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却不免成为变态”①。由此观之，“章学诚所说的志属信史，应该和两汉以迄魏晋这一时期无

涉的。……如果要确定章学诚所主张的志属信史的时期，那只能指元明以后而言，当然，其肇始

还可以上溯到两宋”②。戴震主张修志以地理为重本无可厚非，但是 “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这

是地理方面应该探究的问题。只注重沿革，就谓已经尽记载前人利用、改造自然的能事，那是一

叶障目”③。总之，章学诚没有看到方志原本还有重视地理的一面，而戴震对地理问题的理解又

比较狭隘，所以章、戴有关史志关系及方志性质的观点都不恰当。

史念海认为现在继续重复章、戴史志关系的争论已无任何意义。因为一个区域的历史情况和

地理情况都很重要，不能贬低任何一个方面。 “问题的所在乃是如何恰当的安排这两部分的位

置。”④ 对此，史念海的观点是：

现在的史志关系，乃是以史贯穿志，这里说的志应该包括自然演变的记载和社会现象的

记载。从横的方面看，只是若干不同的现象分别排列。从纵的方面看，则是若干同类的现象

联在一起。如此纵横交错，史和志的关系就可以体现出来。换句话说，一部方志中实际上就

将若干具体的史，如河流演变史、气候演变史等，如同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体，每一现象，无

论其为自然的，或者社会的，从头至尾，源源本本，举出规律，交代清楚，这样可以有裨于

应用，才可以成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方志。⑤

史念海认为地方志中的每一项内容应该像史书一样，记载事物的演变情况，并以纪事本末体

的方式编纂。从表面看，似乎是史念海主张方志史书说的观点，其实则不然。地方志与地方史是

截然不同的，地方史是对一个区域发展过程的叙述，地方志则是对一个区域系统状况和基本面貌

的叙述，因此史书的表现形式是纵排，方志的表现形式是横排。然而，一个区域系统状况内的各

要素以及基本面貌的各方面自身也有发展演变的过程，所以应该允许以史学的方法对这些要素及

方面进行记述。正是因为如此，史念海才主张可以以史贯穿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史念海主张

可以以史学方法编纂地方志，就认为史念海赞成方志史书说。史念海曾经说过：“一般方志都是

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兼及人事，几乎是无所不包。近来有人以 ‘百科全书’称道方志，这个

比喻也还算是恰当的。”⑥ 由此可见，与方志史书说相比，史念海更倾向于认为地方志是有关一

个区域的综合性著述。

（三）史念海对如何编纂新方志的认识。史念海说：“当前纂修方志和以前有一个最大的不

同，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纂修的。”⑦ “新的地方志和旧志最主要的区别就在这里，在

有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新的方志能不能写好，指导思想是个关键问题。”⑧ 可见，史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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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编纂新方志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编纂地方志。在这一点上，史念海的观点与其他

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对于如何在新方志编纂中贯彻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史念海与

其他学者的意见却不尽相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

接动力，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基于这些马克思主义原理，人们很容易得出新方

志的编纂应该摒弃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好人民的革命事迹；应该

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写好现代化的科技、工业、商业情况等观点。史念海说：“这些都是同志

们容易考虑到的，我不再多说。”① 在史念海看来，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要贯彻好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内容：一是充分占有材料，反映事物本来面貌；二是探索事物发展规

律，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

资料工作是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基础，没有全面、翔实、可靠的资料就不可能编纂出高质量的

地方志来。史念海说： “必须十分注重资料搜集。没有丰富的资料，就很难写出好的方志。”②

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史念海认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要重视利用旧方志中的资料。史

念海说：“论方志的肇始，就是从西汉时算起，也有两千多年了。两千年来的撰述迄未间断。

积累丰富，说是 ‘汗牛充栋’，也不为过。所有撰述者自然是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都是第一手

资料，能够流传到后世，实为难得。现在各方正在撰述新志，可以作为借鉴，所以弥足珍

贵。”③ 第二，要重视新资料的挖掘，比如考古文物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

情况，而且还可以补正历史。史念海说：“像这种资料是很难得的，是十分珍贵的，应当尽量

发掘和利用。过去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往往不被人们重视，损失了不少，非常可惜，今后我们一

定要注意保护和搜集。”④ 第三，要重视实地考察工作。史念海说：“正是由于能够实地考察，

才能够多见多闻，能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充实记地的具体内容，不仅能够记载有关的地理形

象，而且能够说明其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样的演变过程和人们的生产劳动与社会活动的

关系。”⑤

编纂新方志要不要探索事物发展规律，史念海与其他学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梁寒冰明

确指出，“编修地方志不同于研究历史，不要求探索和论证规律。地方志不同于地方史，它是地

方的一种资料全书，而不是 ‘一方之全史’。按其内涵来说，类似百科全书，又不同于百科全

书，它是志体，而不是史体。地方志要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而地域性和资料性则是地方

志固有的特性。”⑥ 由此可见，梁寒冰认为史、志有别，不能用史体编纂地方志，地方志的主要

作用是保存资料。然而，史念海的观点正好与梁寒冰相反。如前文所述，史念海认为新方志的编

纂可以用史贯穿志，这也是如实反映事物客观面貌的需要。另外，史念海还认为在新方志编纂中

探索事物规律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内在要求。史念海说：“只有探索出有关事物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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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方志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现在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撰述的指导，就不应该

忽略这一个环节。”① “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事物演变规律的科学。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质联

系和必然的趋势。事物演变的规律是无所不在的。推求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

影响，再经过征询文献和实际考察，是可以发现规律的。发现了规律，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然

后再记载到方志里面，这不仅增加了方志的新内容，也使方志的作用更能发挥出来。”② 由此可

见，史念海认为新方志编纂需要探索事物规律是基于他对史志关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

而提出的，是他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编纂新方志的独到见解。另外，在新方志编

纂中要探索事物规律也是从借鉴历史地理学发展经验中得出来的结论，有关这一点的内容将在下

文中详细说明。

（四）史念海对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关系的认识和对新方志学发展的思考。地方志内容包罗

万象，方志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学科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基于方志学的这一特点，新方

志学的发展应该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史念海从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出

发，为新方志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想法。

在分析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发展史的基础上，史念海指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是共同发展

起来的，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地方志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

资料来源；第二，历史地理学者往往也参与地方志的编纂；第三，两者之间经常互为引证。③ 然

而，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学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成了现

代化转向，但是新方志学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此情况下，新方志学的发展应该借助于历史地理

学的发展趋势，实现自身发展。史念海说：“现在历史地理学既然有了新的发展，方志学似应配

合和利用这种趋势，使它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④

史念海这里所说的历史地理学的新发展是指在突破沿革地理学的范畴之后，现代中国历史

地理学已经变成了 “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

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

学”⑤。可见，与以往沿革地理学相比，现代历史地理学将人地关系演变及其规律作为研究方

向。方志学在这方面与历史地理学有很大的相似性。旧方志中本来就有大量关于自然现象和社

会现象的记载，但缺陷是这些现象记载都是没有关联性的资料堆集。“方志学要能像历史地理

学这样演变和发展，首先似应不再限于资料堆集，仍仿佛现在的资料汇编，其次似应融合述

地、记人两者，探求人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⑥ 具体来说，新方志学对人地关系的探

求需要注意四个方面内容：“一、记载有关的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二、记载有关的人们的生产

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具体经过；三、探索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相互影

响；四、探索这些演变和影响的规律。”⑦ 这就是说，新方志学不仅要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现象

１１史念海对新方志学的贡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史念海：《论旧方志与新方志》，《史念海全集》第６卷，第４２９页。
史念海：《方志的纂修和对于自然与社会演变规律的探索》，《史念海全集》第６卷，第４５２页。
参见史念海：《再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史念海全集》第６卷。
史念海：《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史念海全集》第６卷，第４２０页。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史念海全集》第２卷，第６页。
史念海：《再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史念海全集》第６卷，第３７４页。
史念海：《再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史念海全集》第６卷，第３７３页。



和社会现象，而且还要探索该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记载是地

方志中原本就有的内容，探索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却是以往地方志很少涉及的内容。从这层意

义上说，史念海拓展了新方志学的内容，为新方志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

建议。

前文中已经说到，有些学者不同意在新方志的编纂中探索事物规律。不可否认，地方志是一

种资料性文献，述而不论是其显著特点之一，地方志编纂可以不用探索事物规律。但是合理、科

学地开发和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是编纂新方志的重要目

的，而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正如史念海所说：“当前举国

上下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方志的纂修也应该为它服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理。

但如何才能为四化服务？也许说者各有不同。在方志中记载有关事物的演变规律，应该是其中的

重要一项。因为掌握了事物演变的规律，再加以记载，这不仅有助于解释过去已经发生的种种现

象，更重要的则是使当前有关工作可以参考利用。”① 因此新方志的编纂不应该放弃对事物规律

的探索。

结　语

“新中国首轮修志在缺乏理论指导和新志编修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开始起步”②，当时方志学

界迫切需求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方志编纂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是处于永恒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的，对事物的研究要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着手，坚持逻辑与

历史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③ “历史从

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理论

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④ 史念海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研究事物的理论和方法，将方

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放在方志学研究的首要位置，在此基础上对史志关系、方志性质、如何

编纂新方志、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新方志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新建议，从而

为当时迫切需要新理论指导的方志学界提供了新思想，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新方志学理论作出了

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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